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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国家创新系统为研究对象，综述其研究进展，提出研究展望，以期为中国国家创新系统建设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回顾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发现：创新系统方法更加多元化，但“国家”边界依然重要；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区域得到拓展；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是当前重要的研究主题。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回顾，提出未来国家创新系统研究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加强对国际化尤其是与全球价值链的关联研究和创新系统整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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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NI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eviews and studies researchs on NIS 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novation system. The findings include: first, innovation system approachs are more diversified, but the “national” boundary of innovation system is still significant. second, the topics and contents of this field witness a sustained expansion and evolvement. Moreover, its research area is turning from OECD country to less development country. We argue that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NIS is a key direction. we suggest that the future study of NIS should further explore new theories as well a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study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NIS, in particular combin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Innovation System perspectives, and develop the multi-level framework to integrate various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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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今经济学者、区域科学研究者以及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创新和知识转化能力[1-3]。Metcalfe进一步指出一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其获取、吸收、扩散及应用现代技术的能力紧密相联，而这种能力体现在国家创新系统（NI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之中[4]。国家创新系统可以理解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不同组织形成的网络，网络中组织的活动与互动够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新技术”[5]。
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正式提出于1987年，继而得到更为深入的阐述与发展[6-8]。此后，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日益增多，并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其国际影响力得到迅速提升。一些国际性组织，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吸收并使用国家创新系统方法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研究[9]。
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国家创新系统方法在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中均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在最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强调要“建设高效协同国家创新体系”。可见，国家创新系统方法将作为政策工具保障并促进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建设和优化中国国家创新系统，提高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效率，增强国家创新能力？解决上述问题，需加强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理解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总结国家创新系统研究动向，对于理论的深化和更好的实践应用都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对国家创新系统主要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并提出研究展望，有助于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2国家创新系统概念起源与发展
2.1背景与起源
在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思想不断向政策领域渗透。Freeman、Lundvall和Nelson认为当时主流经济学缺乏对知识、技术和技术变化的关注[10]。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研究技术进步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创新、技术等要素无法纳入假定稳定均衡的经济理论中。出于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满，受Schumpeter和List所提出的国家生产系统（national systems of production）等思想启发，Freeman和Lundvall使用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作为回应[11]。如此一来，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与公共政策之间也就具有内在的联系[12]。
Freeman在1987年《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经验》一书中首次正式使用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5]。不过，第一次以书面形式使用“国家创新系统”术语是在1982年，Freeman在一份报告中偶然使用了这一术语。但由于该报告中的观点在当时过于激进，并未得到公开发表，一直到22年后的2004年才得以正式发表[12,13]。Lundvall在1985年由奥尔堡大学出版的关于消费者与生产商关系的小册子中最早使用了“创新系统（Innovation System）”的概念，但没有使用“国家”这一前缀[14]。在这本小册子中，Lundvall对消费者与生产商之间交互作用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主要的目地是批判微观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理论，并希望建立起创新系统的微观理论基础。Lundvall还指出现代所使用的“创新系统”概念与List并没有直接联系，只是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后，Freeman和其他学者追溯并提出List的研究成果是此概念的学术起源[9]。他在其著作《国家创新系统——建构创新和交互学习的理论》一书中更加深入的阐释了早期的思想[6]。Nelson基于实证案例研究所著的《国家创新系统：比较分析》是关于国家创新系统方法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主要聚焦于国家R&D系统的分析[7]。
随着一系列对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重要论著的出版，国家创新系统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为何能够迅速在学界和政界中扩散？Lundvall指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无法有效的解释和应对国际竞争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二是政策机构和政策分析人员的过度专业化分工所引起的现实问题需要寻求适当的基本概念去解决，尤其是创新与科技政策领域[9]。
2.2争论：方法或理论
尽管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已经使用了30年，但直到现在，受制于各种差异明显的释义，使得国家创新系统仍被视为一个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12]。学者根据自身的研究目地和需求对国家创新系统采用不同的解释。这种具有弹性的概念阐释源自于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两个特征[12]： eq \o\ac(○,1)国家创新系统方法的创始者希望这一方法能够超越单一的狭隘的学科界限。这一志向自然就使得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对国家创新系统特定的概念上难以达到共识。学者们大多会从自身的学科视角去理解国家创新系统。 eq \o\ac(○,2)第二个来源是创新研究的新领域促使研究者寻求加强创新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根基。

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仍不断受到争论与批判[15]。其中，争论之一为国家创新系统是一种方法还是理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国家创新系统并不能称之为一种正式的理论。Edquist认为“一个正式的理论能够对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令人信服的命题。这需要精确的概念、明确的自变量、因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创新系统方法中相关概念不够精确，因变量和自变量也不够明确。因此，创新系统并不是一种正式的理论，称之为方法更为合适”[16]。
另一种观点则支持国家创新系统是一种理论。Lundvall指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符合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特征，同时，在某些方面与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也具有相通之处[17]。他认为“创新系统是关于企业、机构如何与其他企业等组织产生互动以及这些如何反映在创新过程和创新表现之中的复杂理论”。不过，“为了让国家创新系统成为更为适当的经济理论分析工具，需要进行更多的除传统的新熊彼特主义和演化经济学之外的研究，加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理论基础”[9]。
由于对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性的不同认识，产生了对于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发展的不同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论化和更为详细的阐述，以便于更加精确的应用[18]。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方法的有效性正是来自于概念本身的宽松与弹性，反对国家创新系统过于理论化[19]。
3国家创新系统研究进展与评述
3.1创新系统方法的多元化
随着由Porter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流行，国家创新系统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工具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11]。但同时早期的国家创新系统概念遭到诸如过于模糊、容易误读、囊括太多方面导致的实践难题以及概念对国家的强调忽略了创新究竟如何发生的这一过程的重要性等批评[15]。于是，出现了多个强调创新的系统特征但聚焦于非国家的、其他经济尺度的新概念[17]。Carlsson和Stankiewitz提出了技术系统（technology systems）概念[20]。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的研究也迅速增加[21]。同时，Breschi和Malerba对部门创新系统（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开展了研究[22]。创新系统概念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也出现在产业集群理论、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及四螺旋模型（Quadruple Helix）中[23-25]。
3.1.1  “国家”是否还重要？
尽管这些概念和方法是由对国家创新系统的批判而产生，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6-28]。但Lundvall指出“这些方法都不能取代对国家系统的分析。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全面的理解创新有着重要贡献，是国家创新系统方法的补充。国家间技术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和部门创新系统的比较是理解国家尺度上创新动态的一种有效途径”[17]。
Lundvall分析了创新系统与国家尺度相联系的原因[19]： eq \o\ac(○,1)消费者和生产商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动式的组织学习过程中，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信息流动的渠道，并形成了共同话语。显然，这种关系在一国内部更容易建立。共同的文化背景使得国民之间更容易进行互动。 eq \o\ac(○,2)从历史上来看，国家对工业创新和发展起着关键作用。除此之外，“国家”更能够体现创新系统中的政策维度。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同时发源于学界和政策领域。“国家”这一尺度是有意识地选择。创新系统概念的开创者没有聚焦于地方或微观经济尺度是有因可循的。因为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引入是为了挑战确切地说试图取代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宏观（国家尺度）经济理论[10]。事实上，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强调创新的国家专有因素，各国具有不同的知识存量和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尽管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相互交织和复杂，但地方和国家概念依然重要[29]。
Vertova更是强调国家应该直接进行创新活动，且要成为首要选择。这有两层含义[30]：第一，国家不仅仅是创造新的知识并应用到公共价值链的生产过程中，即国家不只是创造公共知识提供给私企使用。第二，首选是指国家直接进行的创新活动区别于私企从事的市场驱动型创新，是面向基本的社会需求的社会驱动型创新。这些重要的社会需求主要包括农业、医疗系统和环境净化。此外，国家从事创新活动可以创造新的从事生产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就业。
国内学者柳卸林明确指出“国家边界仍是重要政策、法律、规定和文化边界，政策制定者主要考虑对本地行动者、制度和创新产出的影响”[31]。刘智强和曾伏娥讨论了技术创新的全球化趋势，分析了这一趋势对国家创新系统边界的影响，同时强调这一趋势不会改变国家边界的重要性[32]。贺灿飞指出创新系统强调反馈与互动的作用，二者存在区域和国际边界，边界源自于制度、文化及路径依赖关系，“这种边界使得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关注跨国创新机制”[33]。

3.1.2  不同类型创新系统的整合
近年来，不同类型创新系统的整合得到了国外研究者的关注。Chung将国家创新系统描述为区域和部门创新系统的矩阵，认为区域创新系统是形成高效的部门创新系统的良好途径，通过不同区域的区域创新系统产生不同的、有竞争力的部门创新系统，进而建立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34]。Markard和Truffer探讨了不同创新系统的边界和区分，并详细展示了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35]。Meuer等通过对瑞士354家企业的定量研究，识别出有5个共存的创新系统，并将其分为两个层次：一般创新系统构成的“核心层”；区域创新系统与部门创新系统构成的“表层”[36]。Leydesdorff 基于区域协作视角对瑞典创新系统进行了定量分析[37]。
国内学者目前以分别对某一类创新系统进行研究为主，对不同类型创新系统整合的研究仍十分有限。陈莞和谢富纪对此进行了关注，在对创新系统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主要创新系统的特征变量，并对主要类型的创新系统进行了整合[38]。除了理论层次研究外，国内仍缺乏对创新系统整合的实证研究，这也是未来国家创新系统研究需要加强的地方。
3.2研究内容的深化

3.2.1  组织、制度和互动学习
在早期的国家创新系统研究中，学者们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内容可以归纳为[39]：识别系统的组成部分，即不同组织和制度；分析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组成部分的作用或特征。
在早期文献中识别出来的构成国家创新系统的主要组织有[40]： eq \o\ac(○,1)通过制定法规、设置标准、提供研究经费等途径支持创新的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 eq \o\ac(○,2)由通过实验、研发和产品改良进行商业创新的企业组成的部门或行业， eq \o\ac(○,3)从事基础研究和培养科学与技术劳动力的大学， eq \o\ac(○,4)其他从事教育活动的公共和私人机构。国家创新系统建设的关键是组织及组织之间的互动，即Lundvall和其他学者指出能够促进信息共享进而实现知识的积累和集体学习的各种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这是创新和组织能力建构的最重要部分[6]。Lundvall强调“企业与企业及其他知识基础设施（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创新系统的核心”[17]。
近年来，一些学者指出早期国家创新系统文献中对公共部门、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学会等）、金融体系及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等组成部分的作用或重要性分析不够充分，对影响国家创新系统既有或新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Reiljan和Paltser认为尽管公共部门对于新知识的创造和扩散十分重要，但目前对公共部门及其创新政策的作用的研究仍有限[41]。为此，他们构建了一个新的综合性国家创新系统模型分析了公共部门及创新政策的重要作用，指出公共部门和创新政策一方面直接影响创新活动，另一重要方面是能够通过整合国家创新系统中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促进创新活动的发生和扩散。Watkins则关注了早期国家创新系统文献中对行业协会研究的缺失，指明了行业协会在创新组织网络中发挥着信息收集与交换、直接促进组织网络建设、影响组织网络的合作文化和结构特征以及推进组织间合作进程等功能，并分析了这种缺失的原因，将其归因于行业协会的消极内涵[11]。Vertova对国家创新系统中的金融系统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对金融和创新的研究方法是有缺陷的。他指出“根据企业特征（规模大小、部门、年数等），试图发现更有利于创新的金融工具是一种微观的方法。这种研究方式阻碍了人们对金融宏观层面的认识，即经济金融化的过程及其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他认为由于实体经济中缺乏可获利性投资机会，许多企业更多地将资源和资金投入到金融市场中，这将会对创新造成消极的影响[30]。Ghazinoory 等则测度并分析了社会资本在国家尺度上对创新过程的影响[42]。
国内学者在国家创新系统组织和制度要素研究上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柳卸林强调了加强系统要素互动的重要性[43]。曹阳等对国家创新系统中科技中介组织的功能和影响进行了研究[44]。彭宜新分析了公共政策在国家创新系统的作用[45]。崔永华和李正风等以组织边界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跨边界组织”概念，对国家创新系统中学会等跨边界组织作用进行了分析[46,47]。王德华和刘戒骄对国家创新系统中政府作用进行了关注[48]。陈子凤和官建成等通过实证研究指明了ICT对国家创新系统的作用及机理[49]。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具有演化特征的概念。伴随系统的演化和发展，国家创新系统中组织、制度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的作用和重要性不断发生变化，一些过去被忽略的或新的组织和制度要素重要性凸显。因此，对国家创新系统构成要素的相关研究需要进行持续的关注。
3.2.2  系统功能/活动和系统演化
创新研究长期以来集中于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组织和制度）上，而较少关注创新系统中发生了什么以及系统是如何变化的[50]。为了探究系统中发生了什么，学者们发展了关注创新系统功能的功能分析方法[51]。系统功能分析方法主要应用于技术创新系统的研究中，不过，其识别的系统功能对理解不同尺度下的创新系统包括部门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系统都有一定的帮助[35]。有些学者将创新系统的功能称之为活动[52]。创新系统的活动是那些影响创新开发和扩散的创新活动，对创新系统活动的强调对于创新理论和创新政策未来的发展十分关键[50]。但就创新系统中究竟有着哪些功能或活动这一问题，学者们并没有统一的意见。表1中列举了国内外学者识别的有着良好表现的创新系统所应具备的功能或活动。
表1  创新系统功能/活动
	文献
	创新系统功能/活动

	Hekkert et al. [53]
	创业活动；知识开发；知识扩散；搜寻指引；市场形成；资源动员；正当性/抵制

	Bergek et al.[54]
	知识生产和扩散；对搜寻方向的影响；创业性试验；市场形成；正当性；资源动员；正外部性开发

	Edquist C[52]
	研究与开发；能力培养；形成新产品市场；确定新产品质量需求；创造、改变组织；建立网络；创造与变革制度；孵化活动；资助；提供咨询服务

	刘立[55]
	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 研究开发及知识扩散；教育培训；创业试点及推广；市场形成；政策制定及体制改革；资本及资源动员；生产制造；基础设施和支撑平台建设；正当性论证


系统稳定性是实现创新系统高效运行的保障。但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机制会导致稳定性逐渐变成僵化，系统将被锁定于不利的路径依赖中[56]。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系统变化？国家创新系统文献中一方面指出了系统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同时指出系统变化与稳定性共同存在，强调了多种层次系统和子系统的存在，即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多种子系统所组成的，这种多样化的构成是国家创新系统变化的重要前提[9]。对国家创新系统系统变化的一种新解释采用了路径可塑性概念（path plasticity）[56]。区别于传统的报酬递增理论中所认为的行动者是被动的根据现有制度调整战略，可塑性概念是一种行动者中心取向，行动者为实现目标对系统进行重新配置和定位以发挥优势。Storz识别了推动创新系统变化的可塑性的两个来源：数值可塑性（numerical plasticity）和功能可塑性（functional plasticity）。国家创新系统的数值和功能可塑性使得创新系统的变化朝向有利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自由，但也不是任意的，路径依赖依然起着重要作用，只是提供了更多的未来发展路径[56]。
国内对国家创新系统功能或活动和系统演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柳卸林指出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缺少系统层面的解释性因素”，针对这一缺陷，他们关注了创新系统内的活动，识别了创新系统中的五种基本活动：研发、应用、最终用途（end-use）、连接（linkage）和教育，并以此构建分析框架，对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变进行了分析[31]。刘立基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视角，提出了创新功能的十功能说[55]（见表1）。对于国家创新系统演化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过程[57]。宋伟和张华伦等基于知识流动的视角解析国家创新系统结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从线性到非线性系统结构的演进过程[58]。苏楠和吴贵生采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定量的研究了中国国家创新系统动态变化[59]。封凯栋在追朔和分析国家创新系统方法起源的基础上，强调了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在国家创新系统研究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并指出目前对国家创新系统演进动力的研究不足[60]。
功能分析方法为不同国家创新系统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实用的分析框架，还能用以对系统失效进行有效的分析。整体来看，国内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功能分析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仍有限。此外，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国家创新系统演化的制度性分析仍不够充分。
3.3研究区域的拓展：OECD国家——中低收入国家
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另一显著趋势就是研究区域由最初的发达国家拓展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又转向了发展中国家及少数欠发达国家。
尽管技术追赶和经济增长一直是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中的重要理念，但国家创新系统中组织结构和识别系统活动等思想都起源于对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德国和瑞士）的研究[4,17]。在早期的国家创新系统文献中，发展中国家被忽略了。此后不久，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就被应用于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和南美国家（如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研究[61-63]。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国家创新系统概念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和有限的非洲南部的欠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地方开展了系列研究[64,65]。
这种研究区域的改变，在早期文献中被视为是国家创新系统概念从OECD国家“再出口（re-export）”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近年来才将国家创新系统方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66]： eq \o\ac(○,1)发展中国家创新过程与发达国家不同。企业的渐进性创新和对新知识与技术的吸收要比根本性创新更为普遍。 eq \o\ac(○,2)对发达国家创新系统进行分析时涉及到的主要科学和技术组织，发展中国家可能没有或者不足，而且组织间以及组织与本地企业之间缺乏联系或联系较弱。 eq \o\ac(○,3)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获取外部知识和技术是国家创新和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学者都相信既有的国家创新系统方法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必须要适应各国现有的体制和科学技术政策传统，这需要不断的综合性的拓展国家创新系统方法[67]。Lundvall就曾指出创新系统方法需要不断扩展，不仅需要在地理上的扩大，还需要将快速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机制等背景纳入到创新系统方法中以拓展其内容[9]。
3.4研究热点与机遇：国际化与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有着大量的关于企业层次的经济活动国际化或全球化的研究。但早期对创新系统国际化或全球化的研究并不多。这可能是因为[68]： eq \o\ac(○,1)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或全球化是近些年才出现的现象； eq \o\ac(○,2)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加关注国际竞争而非国际合作； eq \o\ac(○,3)对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理解是将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排除在外的。有限的研究表明“即便维持国家创新系统的制度仍具有国家特征，国家创新系统正在变得国际化或全球化”[29]。
对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进行研究的少数早期文献中，Niosi和Bellon的研究最为全面[29]。Niosi和Bellon研究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和英国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开放度。他们指出通过模仿、技术扩散和转化，不同国家创新系统将趋向融合，但也面临着一些障碍包括“不同的自然禀赋、产业组织和专业化生产的累积影响、不同的国家知识存量和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69,70]。但这一研究并没有回答国家创新系统间的相互依赖有多重要，国家创新系统相互作用的质量、内容、类型以及意义都难以把握，这些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29]。
早期对全球化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68]： eq \o\ac(○,1)第一类研究中国际性维度通常被视为外部影响因素，被当作是全球化过程带给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些挑战。简而言之就是相关研究局限于全球化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国际层面更多的被视为是一种外部环境，政策制定者主要是应对这种外部环境，而不是去塑造或改变环境。 eq \o\ac(○,2)第二类研究质疑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有效性，认为全球化趋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国家创新政策的现实意义。
最近的研究尝试将国际化活动整合进国家创新系统方法之中。Olbrich 和Witjes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尝试既不局限于全球化的外部性影响也不忽略与国家政策制定相联系的国家边界的重要性。在这一方法中，国家创新系统由不同的行动者和组织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组成，他们受地域边界的限制，同时能够跨越这一边界与其他国家创新系统中的行动者产生联系[68]。
近年来，少数学者开始将全球价值链（GVC, Global Value Chains）和国家创新系统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66,71]。Pietrobelli和Rabellotti对发展中国家国家创新系统与全球价值链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作为对外部知识资源开放的国家创新系统，其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内生性的和相互影响的。一个有效的国家创新系统能够降低交易的复杂性和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66]。他们还指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一种动态现象，在不断的调整和变化，国家创新系统能够影响这种供应商、采购商及相关创新系统之间的协同演化[66]。Lundvall等指出创新系统方法和全球价值链的结合有利于增强对贫困国家社会经济过程的理解和建立一个对行动制定更为有用的知识基础[71]。他们通过对研究文献的梳理，指出目前这两类研究的结合十分有限，并呼吁“全球创新学术网络（Globelics）是时候将两种视角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了”[71]。
国内学者也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行了广泛关注。郑长江和谢富纪定性分析了中国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72]。一些学者对跨国公司R&D活动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73-75]。崔新健等对国家创新系统开放状态的两种形式“开放式国家创新系统与国家开放式创新系统”进行了分析研究[76,77]。曾德明和彭盾基于耗散结构理论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开展了研究，指出R&D国际化对于NIS的有效创建和发展十分重要[78]。刘云等对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进行了理论分析，构建了理论分析模型，并对21个NIS国际化水平进行了测度评价[79,80]。
目前，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和全球化是研究热点，但尚未形成系统的NIS国际化理论，对NIS国际化、NIS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方兴未艾。
4研究展望
4.1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国家创新系统概念自提出至今将近30年，作为一种理论（或目标是形成公认的理论）而言，其发展时间并不算长，在概念、理论或方法上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为了推动理论的发展及促使国家创新系统方法得到更有效的应用和实践，需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国内学者需要继续结合中国发展历程和制度背景，培养全球化视野，关注不同类型国家创新系统，汲取创新理论、系统论等相关理论知识，注重历史性和制度性分析，从中凝练与发展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4.2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
国家创新系统包含了“国家”和“创新系统”。国家涵盖了空间、政治、社会、经济等内容。创新系统是影响创新活动开发、扩散和利用的所有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制度及其它因素[8]。因此，任何单个学科都不可能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国家创新系统，需要多个学科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对其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将管理学的一些概念如知识管理等应用到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国内学者应积极参与或成立跨学科的如全球创新学术网络（Globelics）等国内、国际创新系统研究组织，共同推动国家创新系统方法的发展。
4.3加强国际化和全球化研究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其他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一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政府不应仅将国际化或全球化视为一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挑战，而应该主动参与塑造这一环境，提高国家创新系统开放度，增强国际性组织互动，有效吸引和利用国际性和全球性知识和创新资源，提高组织学习能力，为国家创新系统演进带来新动力的同时提升国家创新系统效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谋求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与升级密切相关。因而，国内学者需要关注国家创新系统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创新系统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有何影响？这一研究方向将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4.4加强不同类型创新系统整合研究
不同类型创新系统方法能够推动学者和政府对创新产生更深的理解。各类型创新系统并不互相排斥。国家创新系统可以看作是由部门和区域创新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复合系统。国家创新系统和子系统相互影响。因此，不仅要对不同类型创新系统进行研究，还需要从更高层次上，关注不同类型创新系统的整合研究。创新系统整合的目地是促使国家创新系统与子系统形成高效的、有序的协同演进的关系。一方面，学者要加强理论层面的研究，构建融合不同创新系统方法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不同创新系统整合的实证分析。
5结语
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与公共政策之间内在的联系使得国家创新系统方法不仅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还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随着不同创新系统方法的提出，引起了对“国家”边界重要性的讨论。学者们在强调国家边界仍然重要的同时对不同类型创新系统的整合开展了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内容更加的深化和多元化，从对系统组成成份和系统结构的关注转向对系统功能或活动和系统演化的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区域不断拓展，从开始的OECD国家拓展至有限的欠发达国家。国家创新系统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尚未形成系统的国际化理论。
为了更好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导国家创新系统建设和发展实践，有必要对国家创新系统开展广泛的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之中，必须加强国家创新系统基础理论层面的研究，开展不同学科的综合研究，重点加强对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或全球化尤其是与全球价值链的关联研究和不同创新系统整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Rodríguez-Pose A, Crescenzi 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illovers,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he genesis of regional growth in Europe[J]. Regional studies, 2008, 42(1): 51-67.

[2] Todtling F, Asheim B, Boschma R. Knowledge sourcing,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ing advantage in regions of Europe[J]. European Urban & Regional Studies, 2013, 20(20):161-169.

[3] Malecki E J. Global knowledge and creativity: new challenges for firms and regions[J]. Regional Studies, 2010, 44(8):1033-1052.

[4] Metcalfe S, Ramlogan R.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he competitive proces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8, 48(2): 433-446.

[5] Freeman C. 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Japan[M]. London: Pinter, 1987.

[6] Lundvall B Å.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M]. London: Pinter, 1992.

[7] Nelson R 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Edquist C, Johnson B.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systems of innovations[M]. Systems of Innovations. London: Pinter, 1997.

[9] Lundvall B Å, Johnson B, Andersen E S, et al. National systems of production, innovation and competence building[J]. Research policy, 2002, 31(2): 213-231.

[10] Silverberg G, Soete L.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M]. London: Pinter, 1988.

[11] Watkins A, Papaioannou T, Mugwagwa J, et al.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in building institutional capacities for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Research Policy, 2015, 44(8): 1407-1418.

[12] Sharif N.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concept[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5): 745-766.

[13] Freeman C.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4, 13(3): 541-569.

[14] Lundvall B Å. Product innovation and user–producer interaction[M]. Aalborg: Aalborg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 Miettinen R.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cientific concept or political rhetoric[M]. Helsinki: Edita, 2002.

[16] Edquist C. Reflections on the systems of innovation approach[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04, 31(6): 485-489.

[17] Lundvall B Å.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nalytical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tool[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07, 14(1): 95-119.

[18] Edquist C. Systems of innovation: 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J].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2(3): 14-43.

[19] Lundvall B Å. From innovation as an interactive process to the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lessons for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policy[C]. Conference in Universidad La Habana, 2015.

[20] Carlsson B, Stankiewicz R. On the nature, function and composi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91, 1(2): 93-118.

[21] Cooke P, Uranga M G, Etxebarria G.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sational dimensions[J]. Research policy, 1997, 26(4): 475-491.

[22] Breschi S, Malerba F. Sectori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regimes, Schumpeterian dynamics and spatial boundaries[M]// Edquist C. System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97.

[23] Porter M.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0.

[24] 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2): 109-123.

[25] 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J. 'Mode 3'and'Quadruple Helix': toward a 21st century fractal innovation ecosyste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9, 46(3-4): 201-234.

[26] Blum N U, Bening C R, Schmidt T S. An analysis of remote electric mini-grids in Laos using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approach[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5, 95:218–233.

[27] Malerba F, Nelson R. Learning and catching up in different sectoral systems: evidence from six industrie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1, 20(6): 1645-1675.

[28] Carrincazeaux C, Gaschet 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Between regions and nation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 23(2): 262-291.

[29] Carlsson B.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novation system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1): 56-67.

[30] Giovanna V. The State and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 Sympathetic Critique[J].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Archive, 2014.

[31] Liu X, White S. Comparing innovation systems: a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to China’s transitional context[J]. Research policy, 2001, 30(7): 1091-1114.

[32] 刘智强, 曾伏娥. 技术创新全球化趋势及其对国家创新系统边界的影响[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6, 18(1): 26-32. 
[33] 贺灿飞, 郭琪, 马妍, 等. 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2014, 69(8): 1207-1223. 
[34] Chung S. Building a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rough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 Technovation, 2002, 22(8):485-491.

[35] Markard J, Truffer B.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Toward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J]. Research Policy, 2008, 37(4):596-615.

[36] Meuer J, Rupietta C, Backes-Gellner U. Layers of co-existing innovation systems[J]. Research Policy, 2015, 44(4):888-910.

[37] Leydesdorff L, Strand Ø. The Swedish system of innovation: regional synergies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64(9): 1890-1902.

[38] 陈莞, 谢富纪. 创新系统研究的理论、评述与整合[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3(5):37-42. 
[39] Carlsson B. Innovation systems: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from 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C]. Paper for the 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 2003.

[40] Patel P, Pavitt K. The technological competencies of the world's largest firms: complex and path-dependent, but not much variety[J]. Research policy, 1997, 26(2): 141-156.

[41] Reiljan J, Paltser I. The role of innovation policy 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case of Estonia[J]. Trames: A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 19(3): 249.

[42] Ghazinoory S, Bitaab A, Lohrasbi A. Social capital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 cross-country analysis[J].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4, 21(4):453-475.

[43] 柳卸林. 调整科技计划与政策加强创新系统的互动[J]. 中国软科学, 2000(9):59-62. 
[44] 曹洋, 陈士俊, 王雪平. 科技中介组织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定位及其运行机制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7, 28(4):20-24. 
[45] 彭宜新. 公共政策对国家创新系统影响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26(7):94-97. 
[46] 崔永华, 李正风, 尹雪慧,等. 跨边界组织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及路径选择:以学会为例[J]. 中国科技论坛, 2011(6):101-106. 
[47] 崔永华. 边界组织与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流动[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 30(19):119-123. 
[48] 王德华, 刘戒骄. 国家创新系统中政府作用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4):31-38. 
[49] 陈子凤, 官建成, 楼旭明,等. ICT对国家创新系统的作用机理研究[J]. 管理评论, 2016, 28(7):85-92. 
[50] Edquist C. Striving towards a holisticinnovation policy in European countries - but linearity still prevails[J]. STI Policy Review, 2014, 5(2):1-19.

[51] Jacobsson S, Johnson A. The diffusion of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key issues for research[J]. Energy Policy, 2000, 28(9):625-640.

[52] Edquist C. Design of innovation policy through diagnostic analysis: identification of systemic problems (or failures) [J]. 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 2008, 20(6):1725-1753.

[53] Hekkert M P, Suurs R A A, Negro S O, et al. Functions of innovation systems: A new approach for analysing technological chang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07, 74(4):413-432.

[54] Bergek A, Jacobsson S, Bo C, et al. Analyzing the functional dynamic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A scheme of analysis[J]. Research Policy, 2008, 37(3):407-429.

[55] 刘立. 创新系统功能论[J]. 科学学研究, 2011(8):1121-1128. 
[56] Storz C. Dynamics in innovation systems: evidence from Japan's game software industry[J]. Research Policy, 2008, 37(9):1480-1491.

[57] 赵黎明, 曹波, 韩宇. 国家创新系统运行机制探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 25(10):28-30.

[58] 宋伟, 张华伦, 曹镇东, 等. 知识流动视角下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历程[J]. 科技管理研究, 2013, 33(14):6-9.

[59] 苏楠, 吴贵生. 基于社会网路分析方法的我国创新系统演进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1, 32(4):66-71. 
[60] 封凯栋. 国家创新系统:制度与演化的视角[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1(3):120-124. 
[61] Mowery D C, Oxley J E. Inward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Rol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9(1):67-93.

[62] Rodrigo Arocena, Judith Sutz. looking at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from the south[J]. Industry & Innovation, 2000, 7(1):55-75.

[63] Kim S R. The Korean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 Governance Perspective[J]. Industrial & Corporate Change, 1998, 7(7):275-309.

[64] Motohashi K, Yun X. China's innovation system reform and growing industry and science linkages[J]. Research Policy, 2005, 36(8):1251-1260.

[65] Mathews J. China, India and Brazil: Tiger technologies, dragon multinationals and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systems of economic learning[J].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2009, 8(1):5-32.

[66] Pietrobelli C, Rabellotti R. Global value chains meet innovation systems: are the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9(7):1261-1269.

[67] Delvenne P, Thoreau F. Beyond the “charmed circle” of OECD: new directions for studies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 Minerva, 2012, 50(2):205-219.

[68] Olbrich P, Witjes N. Rethinking borders of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ustrian perspectives on Korea’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J]. STI Policy Review, 2014, 5(2):65-95.

[69] Niosi J, Bellon B. The glob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evidence, limits, and implications[J]. Technology in Society, 1994, 16(2):173-197.

[70] Niosi J, Bellon B. The globalization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M]// De la Mothe J, Paquet G.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inter, 1996: 138-159.

[71] Lundvall B A, Jurowetzki R, Lema R. Combin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Innovation System perspectives[C]. Aalb. Univ. Dep. Bus. Manag, 2015. 

[72] 郑长江, 谢富纪. 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28(1): 6-10. 
[73] 尚涛, 樊增强, 冯宗宪.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与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建设[J]. 中国科技论坛, 2007(1):42-46.

[74] 章文光.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催生[J]. 改革, 2008(11):120-124. 
[75] 孙瑶, 蒋瑛. 外资研发与国家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演化[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26(4):9-12. 
[76] 崔新健, 郭子枫, 常燕.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及其发展路径[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5):168-179. 
[77] 崔新健, 章东明. 国家创新系统的开放性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16(6):5-10. 
[78] 曾德明, 彭盾.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09, 27(3):12-15. 
[79] 刘云, 李正风, 刘立,等.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理论与政策研究的若干思考[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31(3):61-67. 
[80] 刘云, 谭龙, 李正风,等.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模型及测度实证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9):1324-1339. 
作者简介：孙飞翔 (1992—) ，男，河南周口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创新；吕拉昌(1963—)，通信作者，男，陕西凤翔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城市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区域创新与管理。
(收稿日期：2017-02-06，修回日期：20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主要城市创新职能结构与空间优化研究”( 41471136)








